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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禀赋和制度租金调整速率的差异，本文阐释了市场化进程、地方政府行为与区域民营经济演进

之间的内在逻辑，实证分析了区域民营经济演进的影响因素。本文认为，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特定地区市

场化进程和地方政府行为的不同组合及其协同演进，决定了该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具体方式、路径和速度。

由此，不同地区呈现出丰富多样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并内生出相应的融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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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与文献述评 

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区域民营经济演进路径出

现分岔，不同地区形成了多样化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如下表所示，有些地区已经形成了以

民营经济为主力的市场化发展模式，而有些地区仍然处在计划和市场体制的矛盾交织当中，

民营经济发展缓慢。在历史背景和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相同的条件下，不同地区的民营经济发

展为何会出现如此显著的差异？什么因素导致了区域民营经济发展“一制多式”特征的形

成？ 

 

表 1  2002-2003 年个体私营企业的地区分布  单位：%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基本背景是：财政分权、市场短缺和大量剩

余劳动力。在此背景下，探究民营经济发展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三类[1]，一类是从区域民营

经济发展视角的研究文献，强调了人口、自然资源和工商业方面的区域历史条件对民营经济

发展的作用，认为地方政府对民营经济“自发性”的发展的支持是作为一种默认的选择行为

（方民生，2000[2]）；一类是对转型中经济财政联邦制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激励源泉的研

究，认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来源于边际激励很强的财政联邦制的作用（Qian and Weingast，



1996[3]；Qian and Roland，1998[4]；Lin and Liu，2000[5]；Blanchard and Shleifer，2001[6]；

杨瑞龙，1998[7]；杨瑞龙、杨其静，2000[8]；朱恒鹏，2004[9]）；一类是从制度变迁与区域

民营经济发展视角的研究文献，强调了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政治约束弱化的制度

变迁，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的互动中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杨瑞龙，1998[10]；杨天宇，

2003[11]；史晋川、汪炜、钱滔等，2004[12]）。这些研究分别从不同视角探讨了财政分权、

区位条件和地方政府行为对特定区域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但忽视了地方政府行为的约束因

素，没有考虑市场化进程、国有经济比重与地方政府行为之间的互动及其动态演进对民营经

济发展的影响，因此难以对中国多样化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做出逻辑一致的解释。在此，有必

要结合禀赋和制度租金的差异，从动态演进视角对民营经济发展及其地区间的差异做出解

释。 

本文认为，民营经济发展“一制多式”现象背后隐藏着较深的制度因素。在市场化进

程中，特定禀赋条件下国有经济影响力、地方政府权力和市场化水平相对地位的不同组合及

其协同演进，使得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制度租金水平和降低速率，这决定了该地区民营经济

的发展模式和演进路径。初始禀赋决定了民营经济起步时可能的发展方式，构成了一个地区

民营经济发展演变的历史起点；特定禀赋下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动态博弈导致的制度租金降

低速率决定了民营经济的具体演进路径，“历史起点+动态演进路径”的不同组合，使各地
区呈现出丰富多样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这样上述文献难以解释的现象就可以统一到一个分

析框架下了。本文以后部分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对禀赋、制度租金变化与民营经济演进进

行理论分析；第三部分在第二部分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给出了一个解释民营经济演进

的理论框架；第四部分应用有关数据对第三部分的理论框架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第五部

分对本文的主要结论和政策含义进行了总结。 

2 市场化进程、地方政府行为与民营经济演进 

禀赋是指一个地区在某个特定时期所具备的各种初始条件，包括自然要素禀赋和制度禀

赋。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初始禀赋构成一个地区制度变迁的逻辑起点，并会对制度变迁

的方向和方式产生一定的影响。初始禀赋的不同，导致不同地区各类主体间目标取向和行为

选择的不同，这构成了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形成和演进的基础。有关的研究也表明，初始条件

（张军，1999
[13]
）、制度变迁（De Milo Denier and Gel，1996

[14]
）对经济增长非常关键。 

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市场化进程和地方政府行为的不同组合及其协同演进，导致了不

同的区域制度租金水平及其降低速率，这决定了特定区域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和演进路径。

禀赋、制度租金与民营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用下图表示： 

 

图 1 禀赋、制度租金与民营经济发展 

特定的禀赋条件决定了制度演进的可能方式，而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市场化进程和地方政

府行为的不同组合及其协同演进则决定了制度演进的具体方向和路径。区域市场化水平对民

营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Jin Hehui and Qian Yingyi，1998
[15]
）。同时，中国民营经济的发

展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受到很强的意识形态约束，也即制度因素对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具有

关键的影响。在此，为了分析的方便，在保证不遗失关键变量的前提下，我们将禀赋差异的



影响归纳为 3种制度变量：国有经济影响力（国有经济、金融比重等）、地方政府权力（拥
有的集体固定资产、自主性等）和区域市场化水平（组织创业精神、市场化意识等），从这

三个纬度来具体分析制度因素如何影响资本投入及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有关的研

究文献表明，中国的制度转型是在中央政府的强力控制下进行的，因此，中央政府对经济发

展和地方政府具有强大的影响力（Huang，1998）。在一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特定时期中
央政府的强力控制对经济发展具有关键作用（Blanchard and Shleifer，2001[16]），建国初期

我国获得的经济发展成绩就极大地依赖于中央政府对经济的集中控制和配置。但是，当经济

发展到一定程度，这种体制的弊端就会暴露出来，正如我国 70年代以来表现出的市场短缺、
经济效率低下等现象，因此减少行政干预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取向。在经济转

型过程中，国有经济的影响力越大，中央政府越有动力去动员资本投入到国有经济部门中，

从而不利于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发展。同时，国有经济影响力越大，其资源外溢性越强，越

可能为发展初期的民营经济提供很多技术、市场和商业信贷等方面的资源，从而会促进当地

民营经济的发展。总体上讲，在改革初期，国有经济对民营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较强；随着

改革的推进和民营化发展，国有经济对民营经济的正面影响就较强。 

在契约不完备和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改革初期的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

的影响（Oi，1992[17]；Qian and Weingast，1996[18]），它可以帮助民营企业获取国有金融

支持（Wong，1991[19]；Che and Qian，1998[20]），为民营企业提供产权保护（Chang and 
Wang，1994）。因而，在国有经济影响力较强、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在财政分权的
激励下，地方政府较高的权力会对民营经济发展具有关键作用（Otsuka，1996[21]），但当市

场化获得一定发展、中央政府的影响力有所降低之后，地方政府权力的降低将会极大促进民

营经济的发展。尽管地方政府拥有企业也存在类似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等问题，但在财政

分权的条件下，虽然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有联系并能对国有金融机构施加影响，但并不能控

制他们，因此面临更强的预算约束，从而能比国有经济运行的更有效率（Qian and Weingast，
1996；Che and Qian，1998）。这样就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论，须视当
地的国有经济影响力和市场化程度而定。当国有经济影响力很大、市场化程度较低时，地方

政府权力越大，则越有利于获取多渠道资本用于民营经济特别是集体经济的发展；而当国有

经济影响力较小、市场化程度较高时，地方政府的权力越大，则其低效弊端使得其越不利于

民营经济的发展。 

市场化水平是民营经济能否发展的关键。王立平，龙志和（2004）[22]使用樊纲、王小

鲁提供的市场化指数运用 EBA模型发现我国的市场化水平与经济增长具有稳定的“强显著”
关系。周业安、赵坚毅（2004）[23]利用协整模型对市场化指数、政府政策和产业发展、地

区增长和收入水平数据进行协整分析，认为市场化进程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带

来了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民间创业精神、市场化取向越强，市场化程度越高，越有利

于民间资本积累并投入民营经济的发展（Jin Hehui and Qian Yingyi，1998）。市场化程度
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关键和根本。同时，市场化程度与国有经济影响力、地方政府权力之间也

具有互动的关系，其相对地位对民营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会对政府权

力及其目标取向产生影响，而政府权力的变化也会对市场化进程产生促进或阻碍的作用。 

在国有经济影响力、地方政府权力、市场化水平三个因素中，市场化程度是民营经济发

展的关键和根本，而国有经济影响力和地方政府权力则对民营经济的发展起到加速或减缓的

作用。市场化程度与政府权力大小的不同组合，使得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制度租金水平，市场

化程度越低、政府权力越大，则当地制度租金水平越高。制度租金的差异使得各类组织面临

不同的行为选择和博弈策略，不同主体间的博弈使各地出现了降低制度租金的制度变迁过

程，这会对不同地区民营经济发展模式产生重要影响。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类组织间的

动态博弈、民营经济发展及其对制度租金的利用方式会对特定地区的市场化进程产生影响，



不同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出现显著差异，而市场化进程又会使制度租金发生变化，这又会对组

织的行为产生影响。改革开放之初，一旦国家放松对民营经济的限制，一些潜在市场化水平

高的地区（如浙江），民营经济便迅速发展起来；而在发展的过程中，国家的限制政策却并

未使民营经济发展出现严重倒退（如温州八大王事件和地方政府领导的更换并未遏制当地民

营经济的发展）。由此可见市场化的关键作用。 

在我国各地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以上三方面因素与民营经济发展之间，可用下图粗略

地表示其相互关系（为了方便，在此将国有经济影响力和地方政府权力全部归结为政府权力，

从而可以用二维平面图明确表示他们之间的关系，而不影响其相互关系的实质）。从图中也

可看出，个体私营经济对应的高市场化水平、低政府权力应该是一个最佳的民营经济发展模

式。此时，政府主要发挥市场协调者的作用，提供必要的制度安排，而不过多地干预经济。

对一个地区来说，发展民营经济的关键是提高市场化水平。对于市场化程度低、民营经济发

展落后的地区来说，地方政府的作用就至关重要，它可以通过发展国有和集体等形式的经济，

主动培育市场发展，带动民间投资创业，从而经由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个体私营企业

等的演变路径，实现民营经济快速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市场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就是，

政府要根据经济市场化的发展适时调整自身的角色，实现政府促进经济发展手段的动态调

整。当市场化获得一定发展、民营经济相当活跃之后，政府就要适时从非国民经济命脉行业

退出，减少对经济活动的过多直接参与，而是侧重为民营经济发展塑造良好的市场氛围。 

 

 

图 2 政府权力、市场化水平与民营经济发展 

用这一框架可以很清晰的理解我国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的发展演变。我国经济改革取得

的巨大成功和实现的所谓“增长衔接”，本身就是制度租金降低的结果。改革初期，政府权

力大、市场化程度低，制度租金水平很高，国有经济理所当然地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

80 年代后期，市场化程度有所提高，政府权力变化不大，制度租金水平有所下降但降低程
度不大。此时，国有经济开始低迷不振；而在财政分权制下，地方政府有了发展经济的动力；

于是集体经济依赖其特殊的“模糊产权”，从而能够获取一定的制度租金，获得了巨大的发

展，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不过，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使得集体经济产出（以乡镇企业

为代表）的增长在 90年代以来出现了停滞趋势，暴露了“模糊产权”的局限性和过渡性，
因为此时市场化程度得到较大提高、国有经济影响力下降较多，制度租金水平降低较多，集

体经济的弊端日益显露，此时地方政府权力的扩大就不利于民营经济包括集体经济的发展，

而个私经济优势明显，于是个私民营企业迅速崛起并弥补了相应的增长缺口。伴随制度租金

的降低，我国经济正是经由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私经济的演变路径，民营经济逐步

发展壮大起来。 



3 市场化、政府权力与民营经济发展：实证检验 

下面通过对我国各省区数据的实证检验，来具体分析民营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并

验证上述理论框架。 

3．1 数据与实证模型：此处采用的数据为 1999-2001 年的跨省数据1。共有 29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限于数据原因，未包括海南和重庆。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

私营经济年鉴》等 2000-2002 年份以及《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等。对于个别无法
获得的数据，我们根据其它指标作了相应的调整。 

在计量分析中，我们采用下述模型来研究各种制度变量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 

Lg（Yit）=C+βXit+δit……………………………………………………………（1） 

其中 Yit表示第 i省第 t年度民营经济产值，Xit为各制度变量及时间、地区虚拟变量，
δit为误差项。在此用 1999-2001年度的跨省数据，进行普通 OLS回归分析。 

3．2 变量定义：根据第三部分的分析，构造相关变量，各变量具体含义如下表 2： 

表 2  各变量名称及定义 

在以上这些具体变量的基础上，根据有关数据，我们可以分别得到衡量各地国有经济

影响力 m1、地方政府权力 m2和市场化水平 m3的总指数；在此基础上，通过赋予各变量
一定的权重，就可以估测出该地区的制度租金水平，即根据制度租金与国有经济影响力和地

方政府权力成正比，与市场化水平成反比的关系，估算出当地制度租金水平 rt。需要说明的
是，有关变量衡量的只是一个相对水平，表示各个地区或不同年份该变量的相对水平。 

为了控制一些非制度性初始因素的影响，我们引入了初始禀赋控制变量：乡村人均耕

地 Pr，用各地耕地总数/乡村人口表示。2此外，我们用 1999-2000年度虚拟变量（Pv1999、
Pw2000）来消除一些随时间而变化的因素（如意识形态、通货膨胀等）带来的效应。因为



一些年度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已部分被诸如国有经济贷款规模等变量控制，此处的虚拟变

量主要表示全国范围的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其他可能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同时，一些变量（如

未采用大包干比例等）并不随时间变化，因而可以部分消除地区间固有的一些差异，在此我

们未在模型中引入全部地区虚拟变量，而是按地理环境和其他特征将 29个省区分成 6个区
域3。 

3．3 回归结果分析：分别用民营经济综合产值对数、个私总产值对数和乡镇企业产值对

数为被解释变量，制度租金指数作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如下表 3中的模型Ⅰ、Ⅱ、Ⅲ。 

表 3    民营经济产值与制度租金指数实证结果 

在各个模型中，制度租金系数都显著为负；乡村人均耕地系数为正，但只在个私总产值

中具有显著性。这表明，制度租金对民营经济发展具有非常不利的影响，制度租金越高，民

营经济发展越缓慢。区位和宏观经济政策对民营经济发展具有一定影响，沿海和率先改革开

放的地区对民营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分别用民营经济综合产值对数、个私总产值对数和乡镇企业产值对数为被解释变量，用

各指标合成的国有经济影响力、地方政府权力和市场化程度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如下表 4
中的模型Ⅳ、Ⅴ、Ⅵ。可以看出，在各模型中，国有经济影响力系数均显著为正，地方政府

权力系数均显著为负，市场化程度系数均显著为正，乡村人均耕地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

随着经济的市场化和民营化发展，国有经济对民营经济发展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或互补

性），而地方政府权力则对民营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则会对民营经济

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从地区虚拟变量 r2 系数显著为负可以看出，改革开放的不均衡
政策对民营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 

 

 

 

 



 

表 4    民营经济产值与各综合指数实证结果 

下面用六个计量模型来进一步分析禀赋和制度因素对民营经济产值的影响：在模型Ⅰ、

Ⅱ和Ⅲ中，被解释变量均为民营经济综合产值对数，模型Ⅰ中的解释变量为全部禀赋和制度

变量，以及时间和地区虚拟变量；模型Ⅱ中的解释变量为制度因素和地区、时间虚拟变量；

模型Ⅲ中的解释变量仅为制度因素和时间虚拟变量，不包括地区虚拟变量和初始禀赋因素。

在模型Ⅳ、Ⅴ和Ⅵ中，被解释变量分别为乡镇集体企业产值比、个私总产值对数和乡镇企业

产值对数，解释变量均为全部禀赋和制度变量，以及时间和地区虚拟变量。回归结果如下表

5： 

国有经济影响力中的人均金融机构贷款系数在模型Ⅰ和Ⅵ中显著为正；在模型Ⅳ中为

正，在模型Ⅴ中为负，但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人均国有工业产值系数在模型Ⅰ和Ⅳ中显著

为负，在模型Ⅴ中为正、Ⅵ中为负，但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国有经济比重对民营经

济发展发展的影响比较复杂，二者之间既存在一定的替代性，也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但互补

性不显著。当国有经济比重较高时，一方面会占用较多的资源，同时，拥有较高国有经济比

重的地区，其体制相对比较僵化，民间创业积极性会受到压抑，因而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在经济短缺时期，国有经济也可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部分重要的外部资源（如人

才、技术、市场合作等，尤其是在地方政府的协调下），从而会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 

在模型Ⅰ的地方政府权力因素中，未采用大包干比例系数显著为负；在模型Ⅴ和Ⅵ中，

其系数也显著为负；在模型Ⅳ中系数为正，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未采用大包干比例反映了

地方政府的政治权势和能力，在特定时期，政府的高权势有利于民营经济特别是集体经济的

发展，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权力越大，则越不利于民营经济（包括集体经济）发展。 

人均初始社队工业产值系数在模型Ⅰ、Ⅳ中均显著为正；而在模型Ⅴ中其系数为负，

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在模型Ⅵ中系数为正，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人均初始社队工业产值

反映了初始集体经济积累状况，这种初始状态对民营经济特别是集体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



进作用，但却不利于个私经济的发展。这可能表明，集体经济的发展本身并不利于个私经济

发展，但近期的民营化改革使相当一部分集体企业被民营化了，从而巨大的集体经济存量为

个私经济发展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地方财政支出比系数在模型Ⅰ、Ⅴ和Ⅵ中均显著为负；而在模型Ⅳ中为正，但不具有

统计显著性。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比表明了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参与程度，地方政府参与经济越

多，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地区集体经济发展，但非常不利于个私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得其对

民营经济的总效应仍为负。在改革开放之初，当国有经济影响力较大、市场化程度较低时，

地方政府适当的参与经济活动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但随着国有经济民营化和市场化进程

的发展，地方政府再过多地参与经济活动就会阻碍民营经济的发展。 

人均集体固定资产投资系数在各个模型中均为正，但只在模型Ⅰ和Ⅴ中具有统计显著

性。集体固定资产投资越多，越有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这与上面的人均初始社队工业产值

指标类似，由于近期的民营化改革，集体经济中的一步分被民营化了，从而集体经济的发展

也内涵了个私经济的巨大发展。 

在衡量市场化水平的变量中，初始市场化水平系数在模型Ⅰ、Ⅴ和Ⅵ中均为正，但在

模型Ⅰ中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在模型Ⅳ中为负，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初始市场化水

平对民营经济特别是个私经济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集体经济的影响则不清晰。同时，在民

营经济发展过程中，较高的初始市场化水平能否引致较快的市场化进程，是民营经济能否发

展的关键。产品市场化系数在模型Ⅰ和Ⅴ中显著为正；在Ⅳ中显著为负；在Ⅵ中为负，但不

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市场化水平对民营经济特别是个私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但非常不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会对国有经济和地方政府行为产生影响，

从而使得个私经济发展拥有更好的物质基础和体制环境。城市化水平系数在模型Ⅰ、Ⅳ和Ⅵ

中均显著为正，在模型Ⅴ为正，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民营

经济特别是城镇集体经济的发展，而个私经济在广大农村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受城市

化的影响不甚显著。乡村人均耕地系数在模型Ⅰ、Ⅳ和Ⅵ中均为负，但只在Ⅵ中具有统计显

著性；在模型Ⅴ中的系数为正，同样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初始自然条件并未对民营经

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只是模糊地表明，初始的自然条件与民营经济发展之间有一定的关系。

这可能是由于，较好的自然条件容易使人们形成安逸的个性，从而创业精神就较差；但另一

方面，较好的自然条件也会使地区民营经济发展拥有良好的物质基础，从而有利于民营经济

的发展。二者到底会对民营经济发展产生何种影响，需视具体条件而定。而其他年度虚拟变

量和地区虚拟变量回归值见下表，在此不作具体分析。 



表 5    民营经济产值影响因素实证结果 



4  研究结论与启示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禀赋特别是制度禀赋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关键；初始禀赋决

定了民营经济起步时可能的发展方式，构成了一个地区民营经济发展演变的历史起点，它决

定民营经济能否在一个地区发展起来；特定制度租金水平下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动态博弈决

定了民营经济的具体演进路径，“历史起点+动态演进路径”的不同组合，使各地呈现出丰
富多样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制度租金降低速率决定民营经济发展速度。 

在国有经济影响力、地方政府权力和市场化水平三个制度因素中，市场化水平是民营

经济发展的关键和根本，而特定时期国有经济影响力和地方政府权力则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具

有促进或延缓的作用；市场化程度与政府权力大小的相对地位的不同，使不同地区处于不同

的制度租金水平；利益主体间的博弈导致了降低制度租金的制度变迁，但在各地制度租金的

降低速率是不同的，从而导致不同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呈现出多样化模式。在政府权利较小（提

供公共制度）、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制度租金降低速率大，民营经济发展的主体将是个体

私营经济，这是温州模式的发展逻辑；在政府权利较大（参与经济活动）、市场化程度较高

的地区，制度租金降低速率较大，民营经济发展的主体将是集体经济，这是苏南模式的发展

逻辑；在政府权力大、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制度租金水平高且降低缓慢，经济主体将是国

有经济，民营经济发展缓慢，这是民营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状态；在政府权利小、市场化程度

低的地区，制度租金降低速率较小，此时经济处于低工业化阶段，这是民营经济落后地区的

状态。这对理解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多样化模式极具理论和实践意义；同时为解决我国地区

间民营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指明了方向。在推进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地应根据自身禀赋

特征和制度租金水平，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 

1．在市场化程度高、政府权力小、制度租金低、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政府的角色主
要是协调各种经济活动，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公平的制度和市场环境；积极引导伴随民

营经济发展而形成的各种有利因素和机制。如在浙江的温州等地，伴随民营经济的发展，民

间资本已颇具规模，此时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问题的关键不是鼓励国有金融机构向民营企业贷

款，而是疏通内生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民间融资渠道；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规范发展

民营金融。 

2．在市场化程度低、地方政府权力大、制度租金高、民营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地方政
府的作用就非常关键。此时，地方政府应积极参与经济活动，通过引进外资或大力发展集体

经济，培育市场化水平和民间创业意识，塑造各种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待当地

市场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民营经济获得一定发展时，再适时退出经济舞台，侧重营造公平

的制度环境。如在广大中西部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缓慢，此时，发展民营经济的关键是地方

政府要积极发展包括集体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形式；多渠道帮助民营企业获取金融支持；鼓

励民间创业，积极培育并推动当地经济市场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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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rospect of Historical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the paper constructs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terpreting the regional developing model of individual-run Economic Sector 

through introducing some key concepts such as gift and institution rent etc, and give a primary empirical 

test. The paper argues that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initial institution gift supply the logic jumping-off 

point and give the possible direction of institution evolution; the different combination and evolution of 

market level and local government power makes the different institution rent level in different region, thus 

makes all organizations face different behavioral choice and game strategy, this decides special manners 

and path of institution evolution in special region. This indicate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the 

individual-run Economic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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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之所以选择 1999-2001年间的数据，主要考虑的因素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
了更好的政策和市场环境，而 1999年之前的个体私营经济详细数据无法获得，同时 1999年之后统计口径
发生了变化，1999年及以后国有经济包括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而 2001年国家开始实施第十个五年计划。
为保持数据连贯可比性，本文选去 1999-2001年截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2 其中各地耕地总数数据为国土资源部、国家统计局，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关于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数据成
果的公报”，耕地面积数据为 1996年 10月 31日时点数（中国统计年鉴 2002）。 
3 在 29个省区中，按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状况将其分为北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西、
安徽、河北、河南）、南部地区（包括湖南、湖北、江西、广西）、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

海、新疆、西藏）、西南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另外，单独将 6个沿海省份（辽宁、山东、江苏、
浙江、福建、广东）作为一个地区，因为它们在对外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而且，我们将北京、天津、上

海三个大城市作为一个地区，因为它们地理面积较小，并且乡村规模较小。据此一共有 5个地区虚拟变量，
分别用 r1、r2---r5表示。 


